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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向中的生态伦理本质

姜子豪,陈发俊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涉及的生态伦理问题愈发引人深思。人工智能在发展

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两个阶段。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其生态

伦理本质仍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弱人工智能只是充当技术中介角色。而在强人工

智能阶段,从生态伦理学角度出发,拥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自然都应作为道德

关怀对象被合理对待,此时人工智能亦由技术中介变为道德主体参与到人与自然关系的

讨论中去。因此,从根本上厘清强人工智能阶段与弱人工智能阶段的不同生态伦理本

质,是未来构建人、人工智能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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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台蒸汽机出现以来,在工业革命各种新科技的 “帮助”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超负荷

掠夺引发了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深陷科技异

化的泥沼。进入21世纪后,人工智能技术得到超高速发展,它在给人们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

发了更多前所未有的生态伦理问题。在 《奇点临近》一书中,雷·库兹韦尔提及奇点概念,并预

言,2045年奇点来临时,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最终达到第六纪元,即 “无智能”物质和

宇宙机制将转变为精巧且具有高级形式的智能,人机智能将胜于单纯的人类智能,并成为人类文

明的主要形式[1]。尽管目前的科技水平尚未使人工智能无限接近甚至超越人类,但在如何妥善处

理人、人工智能与自然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仍需秉持未雨绸缪的态度。而在人工智能不同发

展阶段中,厘清生态环境所受的影响以及生态价值取向发生的变化,便是思考这一问题的核心

要义。

一、解构人工智能并审视其与生态伦理之联结

(一)人工智能定义

当某个事物作为讨论和研究的对象时,人们总是试图先搞清楚它 “是什么”,对人工智能的

研究也不例外。从这一概念的名称来看,对它的定义至少应涉及 “人工”和 “智能”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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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核心维度的 “智能”一词,人们目前对其并没有严格和统一的定义,所以对人工智能这个

概念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结论。“智能”的原初意义主要基于 “人类的”自然智能,要想对其实

现揭秘最终还要靠对人脑认知机理的彻底研究。关于 “智能”最流行的观点主要有 “思维理论”

“知识阈值理论”“进化理论”[2]1。思维理论主张智能源于思维活动。它认为思维是智能的核心,

人的智力来自于脑部的思维活动,应通过对思维的研究去揭秘智能的本质。知识阈值理论将智能

描述为在巨大搜索库快速找到满意的解的能力。进化理论认为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为,取决于对

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感知能力、记忆与思维能力、学习和自适应能力以及行

为能力。

在对 “智能”进行解构以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何谓 “人工智能”? 目前,学术界在对人

工智能定义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学派,即 “符号主义” “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符

号主义基于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和有限合理性原理,认为人工智能来源于数理逻辑,计算机可以用

来研究人类思维活动,模拟人的智能活动,主张通过研究人类认知系统结构,实现计算机对人的

智能的模拟[3]9。艾伦·纽厄尔 (AllenNewell)与赫伯特·西蒙 (HerbertSimon)提出所谓的

“物理符号系统”,认为计算机程序是可以用来控制物理机器操作的一系列形式化的符号,“物理

符号系统对智能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4]。联结主义基于神经网络及网络间的联结机制与

学习算法,认为人工智能来源于仿生学,尤其是关于人脑模型的研究,主张通过采用模拟人的生

理神经网络结构来解构人工智能[2]11。麦克洛奇 (W.McCulloch)和皮兹 (W.Pitts)于1943年

提出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M-P模型)。M-P模型是人工神经网络最初模型,为人工智能创造了一

条用电子装置模拟人脑结构和功能的新途径,亦为实现联结主义的智能模拟创造了条件[5]17。行

为主义是基于控制论和 “感知—动作”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学派。行为主义认为人工智能起源于

控制论,提出 “智能取决于感知和行为,取决于对外界复杂环境的适应,而不是表示和推

理”[2]11。布鲁克斯 (R.A.Brooks)提出智能不需要知识、不需要表示、不需要推理,并认为智

能是在与环境交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需要不同行为模块与环境交互,以此产生复杂行为[5]17。

由此可见,对 “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同学科背

景的学者都提出过独特见解。英国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图灵 (AlanTuring)提出图灵测试,即

用人类表现来衡量机器智能,如果人类无法区分与之交流的是机器还是人,那么就认定该机器是

智能的[5]2。蔡自兴等学者认为,就学科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中涉及研究、设计和

应用智能机器的一个分支;就能力角度而言,人工智能 (能力)是智能机器人所执行的通常与人

类智能有关的智能行为[3]2。人工智能专家松尾丰认为,人工智能是采用人工方法制造的类人智

能 (具有发现和觉察功能的计算机)及其制造技术[6]。综合关于人工智能的种种观点,笔者从能

力与学科两方面对人工智能进行阐述。从能力层面看,人工智能是采用人工手段使智能机器人能

够模拟与人类智能有关的智能行为;从学科层面看,人工智能是一门涉及脑科学、计算机、心理

学、哲学、认知科学等众多领域的学科。它致力于建构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从而使得某些智能

设备具备人类思维能力或实现脑力劳动自动化。

(二)强弱人工智能之分

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塞尔 (JohnSearle)曾提出 “弱人工智能”与 “强人工智能”两个

概念。弱人工智能亦被称作 “应用型人工智能”,它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模拟人或者动物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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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专注于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它本身不具有真正的智能或自主意识[7]。英国学者玛格丽

特·A·博登 (MargaretA.Boden)认为,“机器人根本没有意向状态,它只是受到电路和程序

支配,简单地来回运动而已”[8]。也就是说,弱人工智能并没有学习思考的能力,无法拥有自己

的判断思维能力。弱人工智能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智能机器人、语言识别、模式识别、图像识

别、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智能搜索等方面。由此可见,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人工智能算法

与应用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范畴,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人类起到主导作用。随着弱人工智能在医

疗、金融、军事等关键领域的应用,我们在享受其益处的同时,亦需要考虑其所引发的伦理问

题,诸如隐私问题、安全与责任问题、歧视问题、失业问题等。这是我们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必须

深思的问题,亦是我们落实以人为本原则,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愿望的本质要求。

与弱人工智能相对应的则是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又称完全人工智能,和其相似的概念还

有很多,如 高 端 “通 用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波 斯 特 罗 姆 (Nick

Bostrom)提出的 “超级智能 (Superintelligence)”、弗诺·文奇 (VernorStefenVinge)提出

的 “奇点 (singularity)”等[9]。塞尔 (JohnSearle)认为强人工智能与人类心灵等同,即具有

在各方面都能与人类比肩的能力,能够进行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

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等各种类人操作,与人类能力已无差别,甚至还能超过人类[10]。强人工

智能的实质是达到人脑水平的机器智能,拥有自我意识、自我学习、自我决策的能力,不再只是

一个简单工具,其本身就具有思维能力。拥有知觉和自我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类人的思维

活动,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系,甚至有着和生物一样的生存需求。虽然我们距离强人工

智能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技术指数级增长,在未来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具有了自我意

识以及人格以后,我们可能就需要考虑智能机器的道德地位、权利与责任、人机伦理关系等问

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强人工智能阶段引导其向上、向善发展。

(三)人工智能与生态伦理关联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不少国家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价值导向,由此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人

类应如何应对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种族界限,从生存层面将人类共

同的命运联结起来。与自然演化历史相比,人类很晚才出现在自然的舞台,但诞生不久,人类这

个特殊的物种很快就适应了自然,并且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地球的外貌,人类文明历史正逐渐取代

自然的历史。在 “顺从自然”还是 “征服自然”的矛盾冲突中,人类逐渐抛弃对自然的敬畏之

心,转而成为支配自然的主人。 
人类逐渐强大,开始利用科学技术控制和改造自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任何高新科技的

出现都会对环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类过多干预自然的后果就是导致地球生态失衡。从旧石

器时代起,人类就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且利用手中的工具去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此后,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很微小,尚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到了工业革

命时期,大机器生产的模式激发出人类前所未有的欲望,也向自然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索求,各种

废水、废气严重污染了地球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功能。任何事物的出现都具有两面

性,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技术产物,与以往的科技成果一

样,无疑也会给自然的存续带来难以想象的困境。

目前,人工智能作为解放人类大脑的特殊工具,活跃在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它一方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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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也无法逃脱科技异化的窠臼,逐渐远离科技发明的初衷,引发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人工智能引发的生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

一,自然资源的衰竭与退化。近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以来,为了满足当前或未来的需要,人们

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欲望空前高涨。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们开发与利用自然提供了更好的武器。

举例而言,异构融合技术可用于自然资源数据和系统融合,图像识别技术可用于空间规划 “多规

合一”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都可能导致人类对自然过度开发,引发森林锐减、水土流失、风沙

加剧等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加剧资源枯竭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第二,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人

类不合理活动产生的物质和能量会污染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系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其相

关的智能产品得以大量研发与生产。人工智能产品不仅在使用后或淘汰后会产生污染,而且在研

发过程中也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污染,如电子垃圾、太空垃圾等。第三,自然生态的失衡与危机。

由于人工智能产品更新迭代较快,引发的污染问题层出不穷,而人们则会因技术手段滞后而无法

及时有效地应对与处理这些新发生的生态问题,从而加剧已有的生态失衡与生态危机。

生态伦理是人类道德进化的重要阶段,它是对传统伦理思想———将道德关系仅仅局限在人际

间而将非人类存在排除于道德共同体之外———的批判;主张道德共同体应该包含非人类生命,乃

至非生命存在物,或者说整个生态系统或自然[11]。生态伦理要求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去对待

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学者卢风所说,“现代科技已渗透于文明 (广义的文化)各

个维度,科技的生态学转向不可能孤立地发生于科技领域。没有整个文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科

技的转向,反之亦然。现代文明是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12]。当代社会

发展的一个文明形态就是生态文明,以 “征服、改造自然”为主题的发展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潮

流。相应地,科学技术的目标亦开始由帮助人类改造自然,转变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而

更好地满足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求为科学技术的旨归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这个内涵就要求科学技术实践要以生态维度为标尺,实现科学技术实践及其伦理规

范的生态转向。”[13]在人工智能大发展时期,生态伦理的重心不仅是要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更

应该关注人、人工智能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厘清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向中的生态

伦理本质,才能更好地构建人与自然、人工智能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二、人与自然关系中弱人工智能体的中介地位

目前,人类所使用的人工智能都是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弱人工智能,人类用它们专注于完成

某个特定的任务,例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翻译等。在此阶段,人工智能只被视作改造和利用

自然的一种工具,抑或是一座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所以,弱人工智能阶段的生态伦理本质表现

为人工智能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媒介效应与工具属性。因此,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其引发的生态

伦理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在借助人工智能这一媒介时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问题。

人类诞生伊始就参与了自然的演化历程,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不断变

化,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由崇拜、改造、征服逐渐转变为谋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发展。人

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更是人工智能时期无法回避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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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人只能被动适应自然。这一阶段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较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

学技术极端不发达。在这种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只能被动接受

自然的馈赠。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严重不足,深信天人合一和万物有灵,

既崇拜自然的神秘力量,感谢自然的馈赠;又害怕改造自然的行为遭到神灵的惩罚。因此,纵然

此时的人类有扩张的欲望,但是囿于人类极其有限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的高度敬畏,这种欲望也微

乎其微;即使人类学会了利用火与石器工具对自然进行开采,也不会给自然带来明显的伤害,人

与自然处于基本和谐状态。及至农耕文明阶段,人虽然没有改变依附自然的态势,但是生产力水

平较原始社会有所提升,生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人逐步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发挥了自身主观

能动性对自然进行改造。虽然在这个阶段,人类开始想要摆脱自然的束缚,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

还不够高,对自然的破坏仍然处在可控范围之内,自然尚可慢慢完成自我修复,因此,人与自然

仍可以保持相对和谐的状态。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人们开发自然的进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引导

下,人类开始从崇拜自 然 转 为 改 造 和 征 服 自 然。哲 学 家 笛 卡 尔 (ReneDescartes)和 康 德

(ImmanuelKant)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笛卡尔认为,只有具有理性的人才是自

然的主人,而动物等其他自然存在没有这些品质,因此,人对动物等自然物没有义务[14]。康德

则认为,只有理性的人才能被赋予道德关怀,而自然不具有理性,不是理性存在,它们只是人类

这个目的的合适工具,故不应给予道德关怀[15]。这样的哲学思想为现代性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

了合理化论证,加速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奴役。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坚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人与自然置于征服与被征服的地位,打破了原本和谐的状态,人与自然

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张。

在当代社会,弱人工智能的发展显然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原则以及人与自

然平等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人工智能这种高科技手段,在其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资源过度消

耗、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问题,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智能化工厂为例,近年来很

多企业为实现自动化生产开始大量购入机器人设备,在解放双手的同时也加剧了机器人原材料的

快速消耗,导致了资源紧缺、社会环境不稳定等问题。而且,随着智能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

越短,由此产生的智能产品垃圾也成为目前较为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更有甚者是太空垃圾,如

今太空已经有超过4500吨的太空垃圾,这些垃圾来自于废弃空间站、人造卫星、遗落的太空工

具、火箭爆炸碎片等。太空垃圾极具危险性,一旦和地球相撞将产生很大危害。随着人类探索太

空能力的不断增强,产生的太空垃圾也越来越多,而清理速度却远远滞后于制造速度。

因此,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弱人工智能阶段的生态伦理本质仍属于人与自

然的关系。在弱人工智能阶段,生态伦理学科的年轻化导致生态理论不完善,技术增长速度过快

使人工智能伦理设计出现偏颇,部分研发人员缺乏科学的生态伦理观……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

自然开发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科技异化现象,从而引发了环境伦理问题[16]。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带

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资源和能源危机以及智能机器更新换代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

类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无法回避这些问题。由于该阶段生态伦理的本质是基于人工智能媒介基础上

的人与自然关系,所以我们在制定相关的伦理法则或法律法规时,仍然是以 “人类应该如

何……”这一思维模式来处理问题,但是,若要考虑到以后可能出现的强人工智能阶段,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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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在处理问题时可能就会略显片面。

三、人、人工智能与自然关系中强人工智能体的主体地位

由于弱人工智能不具有自主意识,造就了其在人与自然之间只能扮演着联结桥梁的媒介角

色。而在强人工智能阶段,该问题将发生质的变化。强人工智能是达到人类思维水平的机器智

能,拥有知觉和意识。所以,在考量该阶段人工智能的生态伦理本质时,就需要将人工智能放在

与人、自然同等的地位进行探究。因此,强人工智能阶段的生态伦理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与人

类、自然平等的主体属性,而不再是一种工具属性。

(一)强人工智能成为道德体的可能性

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我们只需要考虑人与自然两个维度;而在强人工智能阶段,由于有自主

意识的人工智能的加入,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道德

对象的范围该如何确定一直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学者佩珀 (David

Pepper)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类放在一切生物世界的中心,把人当作一切价值的来源,自

然的价值由人赋予;美国环境伦理学家波斯勒 (RichardG.Botzler)与阿姆斯特朗 (SusanJ.

Armstrong)指出,作为哲学观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需要和利益当作最高宗旨,对非人实体

的关注亦仅仅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工具价值;埃克斯利 (R.Eckersley)表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

人类是万物的主宰,是所有价值的来源和万物的尺度[17]。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中唯

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大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备工具价值,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人类天

生具有优越性,超越自然万物且与其他生物无伦理关系,故道德属于人的范畴,道德关怀的对象

只能是人。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彼得·辛格 (PeterSinger)和汤

姆·雷根 (TomRegan)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者主张把道德关怀对象延伸至具有感知生命

的动物身上。泰勒 (PaulW.Taylor)的生物中心主义则提倡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大到一切有生

命的存在。以利奥·波德 (Aldo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为代表的更加激进的环境主义者认为,

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应是道德的关怀对象,这也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从非人类

中心主义对道德对象的划分标准来看,虽然人工智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天然存在的东西,但是其

具有和人类一样的独立思维和意识,甚至是行为能力,能对环境产生各种可能的影响,所以,在

强人工智能阶段,人、人工智能与自然在道德上完全具有地位平等的可能性,不能片面地认为人

永远是人工智能与自然的主人,也不能说人工智能是自然的主人。

(二)强人工智能与人的道德关系

在强人工智能阶段,强人工智能具有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需要考量拥有自我

意识的人工智能的权利归属问题。当人工智能拥有自我意识后,其权利应如何归属,它是否需要

被当作生命体公平对待? 如何使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 显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

能的权利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自然权利论将人权定义为从人所谓的固有属性或自然属性推演

出的某种权利与规范,其强调人权主体是人而非有意识的非人存在物,本质上将人工智能排除于

权利范围之外。康德则提出了一种理性权利论,认为理性的人才具有内在价值,而符号是理性的

表征,人因为能使用符号表达普遍概念而受到道德关怀,非理性存在因为无法使用符号来表达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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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概念,故而只具有工具价值[18]。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康德强调使用符号表达普遍概念的

重要性。而强人工智能机器完全可能拥有自我思考能力,拥有使用符号表达普遍观点的理性能

力。基于此,未来的强人工智能享受道德关怀、拥有权利,也具有一定合理性。契约论则将权利

主体置入虚拟场景,并基于某种合乎逻辑的理由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例如,罗尔斯提出的原始

状态就是一片从未出现的空白,与洛克的白板一样,个体在这空白之中基于理性的自我利益与兴

趣的考量,基于相互性需要的原则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规则[19]。这从侧面说明权利是一种基于某

种规则的构建活动,而具有独立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当然可以参与到这种构建活动中。所以,在强

人工智能阶段,人和人工智能应该被视为平等的道德构建主体。

(三)强人工智能与自然的道德关系

在分析了直接涉及人的伦理问题后,我们还需分析人工智能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在前文

我们论述了强人工智能与人共同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强人工智能是有理性的非人存在,自然

是无理性的非人存在,那么无理性的非人存在的自然是否有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呢? 如前文所

述,拥有理性的强人工智能具有内在价值,因而具有成为伦理关照对象的可能。那么同样是非人

类存在的无理性的自然是否拥有内在价值呢? 如果有,则其具有成为道德关照的对象的可能性,

反之则不能。关于内在价值,西方伦理学家一般有以下四种解释:一是可以让主体感受到愉悦的

内在价值,也就是说某物或某种状态能直接让人或有意识的存在物具有愉快体验,该物或该状态

就具有内在价值,这种意义的内在价值离不开有意识主体的评价;二是基于其内在属性而具有的

价值,即一客体因为固有属性而拥有的价值;三是内在价值是一种客观价值,独立于评价者的主

观评价;四是指一种非工具性的价值,如果客体存在自身就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为了他者实现其

目的,那么它就拥有内在价值[20]303-304。西方环境伦理学通常采用第四种概念,并称之为天赋价

值,当一个存在物将自身当作目的来维护时,它自存在的那刻起就具有了内在价值。从西方伦理

学角度来看,自然物只要拥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繁衍能力、生态学意义上的自我维持倾向、控

制论意义上的自动平衡功能,其就具有内在价值[20]305。从这个角度看,无理性非人类存在的自然

万物拥有内在价值,亦能成为道德关照的对象。虽然目前强人工智能与自然之间还没有实现事实

上的地位平等,但是,在强人工智能面世的未来的道德构建中,二者之间平等的主体关系一定会

得以体现。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强人工智能阶段,无论是就强人工智能体自身而言,还是从它与人类和

自然界的关系来看,它都具备了成为道德主体的资格。因此,在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变

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在生态伦理关系中的本质也必将从 “媒介”转变为 “主体”。

四、结语

由此可见,要厘清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向中的生态伦理本质,关键在于明确人工智能

体本身属性的转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被人

类当作技术媒介用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生态伦理本质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媒介

属性;而在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将成为与人类一样的道德主体参与到与自然相关的实践活

动中去,其生态伦理本质由原来的技术媒介属性转变为与人类平等的主体属性。因此,只有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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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向过程中的生态伦理本质,方有可能更好地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

可能出现的生态伦理问题。尽管强人工智能时代尚未到来,我们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强人工智

能可以强到何种程度,但从反映未来人工智能的一些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未

来的一种预测)可以感知,未来的人工智能完全可能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对生态伦理做出补益或

者破坏。《黑客帝国》中,人工智能背叛了人类并与人类开战。它通过基因技术创造人类,使人

类居住在其制造的虚拟世界中,以达到统治人类的目的。《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中,最早的机

器人服从主人的指令,默默地为人类效力与服务,但在其意识觉醒后,便开始反抗人类的统治,

最终导致人类灭亡。《银翼杀手》中,一群与人类具有完全相同智能和感觉的复制人,冒险乘坐

太空船回到地球,想在其机械能量耗尽之前寻求长存的方法[21]。由此可以看出,当人工智能具

有自我意识后便有可能异化,想要统治人类或者摧毁地球以构建自己的机器王国。“人们可能由

于自动化而失业。人们可能拥有过多 (或过少)的闲暇时间。人们可能会失去作为人的独一无二

的感觉。人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个人隐私权。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可能会导致责任感的丧失。人工

智能的成功可能意味着人类种族的终结。”[22]基于这种预测,我们需要去考虑未来人工智能发展

中,人工智能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哲学通过对整体大全之存在以及人类理性之有限性

的体认,而力主敬畏自然、保持理性的谦逊、超越物质主义,进而建设生态文明,谋求人与地球

生物圈的和谐共生。”[23]当我们构建新的生态伦理法则时,应该将人工智能提升到与人类平等的

地位去加以对待,让它从人类的 “影子”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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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ssenceofEcologicalEthicsintheTransitionfrom
WeakAItoStrongAI
JiangZihao,ChenFajun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AI),theecologicalethicalissues

involvedinitaremoreandmorethought-provoking.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AIcanbe

furtherdividedintotwostages:strongAIandweakAI.IntheweakAIstage,theessenceof

ecologicalethicsstillbelongstothecategor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AI

justservesasatechnicalintermediary,whileinthestageofstrongAI,fromtheperspectiveof

ecologicalethics,AIwithself-consciousness,manandnaturalshouldallbetreatedreasonablyas

objectsofethicalcare,thenAIchangesfromatechnologyintermediarytoamoralsubjectto

participateinthediscussion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Therefore,clarifying

thedifferenceintheessencesofecologicalethicsbetweenstrongAIandweakAIisanecessary

prerequisiteforbuildingaharmonioussymbioticrelationshipamonghuman,AIandnaturein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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